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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文明的考古工作始于 １９２８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随着殷墟、
郑州商城、 偃师商城、 小双桥、 洹北商城等商代重要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有

关商文明聚落布局、 丧葬习俗、 祭祀礼仪、 甲骨文字、 经济技术等领域均取

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其中科技考古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殷商文明科技考

古工作发轫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彼时李济领衔的殷墟发掘团队十分重视动植

物遗存、 陶器、 冶铸遗物等科技考古样品的收集， 邀请德日进、 杨钟健、 秉

志、 刘屿霞等开展相关研究。 近年来， 随着自然科学技术和方法在考古调

查、 勘探、 发掘及整理等研究的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科技考古

以考古学问题为指引， 逐渐成为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理念之一。 本文拟对近年

来商文明科技考古领域的主要进展进行简要总结及评述， 以期抛砖引玉， 为

学界继续开展商文明科技考古提供参考。

一、 年代学主要研究进展

年代学研究的目的是为商文明研究构建精确的时间框架， 目前最具代表

性的成果来自 《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２２ 年）。 夏商周断

代工程课题组首次通过多学科结合的方法， 综合历史学、 天文学、 考古学与

碳十四年代学， 对夏商周年代进行系统研究。 结题之后， 项目组成员又陆续

开展了一些补充性的研究工作， 最终公布了夏商西周时期碳十四测定的考古

年代框架。 其中， 商王朝始年为公元前 １６００ 年左右， 盘庚迁殷与武王克商

分别为公元前 １３００ 年与公元前 １０４６ 年左右。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是早商二里冈文化时期的两个核心聚落， 《夏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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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代工程报告》 中视之为 “已知时代最早的商前期都邑遗址” （第 ３０５ 页）。
然而， 以往发表的碳十四数据显示， 两个都邑的年代均略晚于公元前 １６００
年。 这一关键时间节点上， 二里头遗址更具王都气象。 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

前 １６１０—公元前 １５２０ 年之时， 即对应二里头文化三期与四期， 二里头遗址

仍然是中原地区的都邑性聚落 （许宏、 袁靖主编 《二里头考古六十年》， 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最近基于关键遗迹生命史的碳十四年代学研

究还显示， 二里头遗址在公元前 １５５０ 年之前并未发生宫殿建筑的大规模毁

弃 （陈相龙、 赵海涛 《二里头遗址聚落演变的考古年代学研究》， 《考古》
２０２６ 年第 ５ 期）。 也就是说， 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段之前二里头遗址聚落演变

的过程是连续的， 并未发生剧烈的聚落变迁。 这对于理解二里头、 郑州商城

与偃师商城遗址的性质， 乃至夏商更替的年代， 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比如，
二里头是夏都还是商都？ 郑州商城是否为商汤所建之隞都？ 公元前 １６００ 年

是否可作为夏商分界？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今后还需要借助新的发掘资料、
测年材料与年代学研究思路寻找办法。

殷墟遗址是商代后期都城所在， 其核心区域位于安阳市区北郊洹河的

南岸， 绝对年代大约始于公元前 １３２０ 年， 终于公元前 １０４０ 年。 洹河北岸

则是面积达 ４００ 万平方米的洹北商城遗址。 据目前所公布的碳十四数据可

知， 洹北商城的年代上限范围为公元前 １４３７ 年至公元前 １３７３ 年， 年代下

限范围为公元前 １３９６ 年至公元前 １３１７ 年。 初步的研究结果显示， 洹北商

城应早于以小屯宫殿区、 宗庙区、 西北岗王陵区为代表的殷墟， 但其性质

是河亶甲所迁之相， 还是盘庚所迁之殷， 学术界尚存有一定争议。 未来，
有关洹北商城的年代还需要进一步细化， 以便为确定遗址的性质， 以及与

二里冈、 小双桥等商代早中期都邑遗址的关系提供年代学支撑。

二、 环境与生业的主要研究进展

环境考古为理解商王朝的崛起与繁荣提供了重要参照。 较好的自然环

境是殷商时期华北地区农业经济繁荣发展的必要条件， 也使得商王朝建都

于该区域成为可能。
环境考古研究表明， 商文明诞生之前的近五千年内， 华北地区经历了

全新世大暖期的最佳适宜期， 植被为亚热带落叶阔叶和常绿阔叶混交林。
进入公元前二千纪中后期， 气候渐趋干冷化， 但整体上仍比今天温暖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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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其中， 豫中地区蒿 ／藜比值指示， 在约公元前 １６００ 年以后， 气候有变

干趋势； 豫北地区的孢粉组合则显示， 大约公元前 １４００ 年之后乔木 ／草本

花粉比重降低， 喜干凉的蒿、 藜花粉增多 （李开封等 《河南地区全新世环

境考古研究进展及未来趋势》 ， 《地理科学进展》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 。
考古学研究中， 以环境指标推定古植被、 古气候， 进而将社会变迁的

驱动因素归结于自然环境波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
除了气候干冷化的原因之外， 垦田、 冶炼、 建筑等人类活动， 也可以是林

地面积减少、 草本花粉比重降低的重要原因。 比如， 汪家店和茶店陂两个

地点全新世自然剖面的孢粉分析结果显示， 大约公元前 １４００ 年开始， 乔

木植物花粉急剧减少， 而包括禾本科等农作物在内的草本植物花粉占比迅

速升高。 这与当时大规模的毁林开荒、 农业耕地面积骤增以及森林植被破坏

后水土流失加剧等人类活动耦合， 反映了建都安阳之后商人日常生产生活对

生态环境产生的强烈影响 （许清海等 《殷墟文化发生的环境背景及人类活动

的影响》， 《第四纪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期）。
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生业经济的繁荣是商文明的重要物质基础。 植

物考古结果显示， 在郑州商城、 偃师商城、 小双桥、 殷墟等都邑遗址出土的

农作物遗存中， 粟的出土概率与绝对数量始终居于首位， 黍、 大豆、 水稻、
小麦也是常见的几种农作物。 这与殷商时期王城岗、 南洼、 东陶与古城寨等

中原腹地中小聚落的情况大同小异。 大辛庄、 城西新村等山东地区植物考古

的研究结果表明， 在商文明扩张过程中， 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经济系统中粟

作农业的支配地位得到了巩固与强化， 而稻米与小麦的种植规模一直保持在

较低的水平 〔 Ｘｕ Ｈｕｉｙｕ， ｅｔ ａｌ􀆰 ， Ｍｉｌｌｅｔ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ｉｃ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ｓ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１３００ － １０４６ Ｂ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１７８， ２０２５〕。

商代先民开发利用的动物以猪、 狗、 黄牛、 绵羊 （山羊） 、 马等家畜

为主。 其中， 家猪是人们肉食消费的主要对象， 但牛和羊的重要性也逐渐

提升。 晚商时期的殷墟孝民屯遗址， 所见黄牛骨骼的比例甚至超过了猪而

占主导地位。 从年龄结构来看， 大多数牛和羊宰杀于未成年阶段， 基本符

合以产肉为目的的屠宰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 殷墟等遗址一些黄牛的肢骨

发现有与畜力开发相关的病理现象， 望京楼遗址的研究还发现存在以羊毛

开发为目的的养羊业， 但整体而言， 畜力、 羊毛等次级产品开发的规模可

能仍较有限 （李志鹏等 《晚商都城居民的动物消费： 殷墟孝民屯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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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遗存的个案分析》 ， 《中原文物》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
晚商时期， 家马开始出现于以殷墟为代表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相关遗址， 他

们主要用于驾车和祭祀， 只有极少数马的骨骼上发现了与肉食消费有关的切割

痕迹。 对山东菏泽青邱遗址马骨的病理分析发现， 晚商时期中小聚落的马生前

长期从事牵引等负重类劳役活动， 这为研究都邑与低等级聚落用马策略、 理解

资源的跨区域流动提供了重要线索 （Ｌｅｉ Ｙｉｆｅｉ ｅｔ ａｌ􀆰 ， Ｅａｒｌｙ ｈｏｒｓｅ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ｖａｌｌｅｙ： ｐａ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ｒｏｎｚｅ Ａｇ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ｉｔｅ，
Ｑｉｎｇｑｉｕ， Ｃｈｉｎａ，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 １７， ２０２５）。 晚

商遗址中， 殷墟发现家马的数量最多。 最近， 考古发掘者在殷墟王陵区第五地

点祭祀坑中发现了大量马牲， 且每坑的数量均为偶数。 除此之外， 还发现人与

猫科动物组合坑、 ３ 人 １ 象组合坑。 一批中小型祭祀坑中还埋有圣水牛、 鹿、
獐、 狍、 狼、 虎、 豹、 狐狸、 鬣羚、 野猪、 豪猪， 以及天鹅属、 鹤属、 雁属、
隼属、 雕属 ５ 个种属的鸟类。 他们中的一部分在颈部挂有铜铃， 应是商王等高

级贵族苑囿饲养的宠物。 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殷墟商王陵区第五地点

２０２３—２０２４ 年发掘简报》， 《考古》 ２０２５ 年第 １２ 期）。
根据偃师商城、 望京楼、 小双桥、 殷墟、 小胡村、 黄河路 １０９ 号等遗址人

骨的碳、 氮稳定同位素结果可知， 早商至殷墟时期， 无论是都邑还是区域性中

心聚落， 粟类谷物以及用粟作农业产品饲养的家畜始终是商人食物结构的主体，
稻米、 小麦、 大豆等农作物仅是粟作农业经济的补充。 晚商时期， 殷墟、 小胡

村等地墓葬等级较高的个体 （如殷墟 Ｍ５４ 墓）， δ１５Ｎ 明显高于同遗址的其他个

体， 显示出他们日常食用了更多的动物性食物， 这应是不同人群在食物资源分

配上存在巨大差异的体现。 发达的农业经济不仅为商王朝提供了粟、 黍、 稻米、
大豆、 小麦等谷物， 也为家畜饲养业提供了大量的饲料 （陈相龙 《中原地区夏

商时期社会变迁的生业经济基础》， 《南方文物》 ２０２２ 年第 ６ 期）。 黄河中下游

商人主要活动区域内动物骨骼的同位素分析表明， 猪、 狗、 黄牛的食物主要来

自粟、 黍的秸秆和谷糠， 马和羊的食物中亦有相当比例的粟黍类食物。

三、 人群结构与健康的主要研究进展

人骨考古研究显示， 商人是一个复杂化和多元化程度很高的人群集合

体。 偃师商城中小型墓出土头骨的种系特征主体可归入先秦两汉时期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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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游的主体人群 “古中原类型” ， 而晚商时期殷墟人群的构成则较为复

杂。 其中， 殷墟中小型墓出土人骨虽属于 “古中原类型” ， 但还见有少量

先秦时期我国东北与华北北部常见的 “古东北类型” ； 殷墟贵族墓葬部分

人骨则呈现出以北亚蒙古人种为主、 混有东亚蒙古人种因素的种系特征，
可能与内蒙古东南部及其附近的古代人群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殷墟西北岗

王陵区祭祀坑人骨的种系特征更加复杂， 有许多与北方长城沿线、 甘青地

区古代人群体质特征近似的个体 （王明辉 《商族起源的人骨考古学探

索》 ， 《华夏考古》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 。
种系研究的结论与殷墟人骨 ＤＮＡ、 同位素分析得出的结果相吻合。 大司

空墓葬与灰坑出土 ６ 例人骨的线粒体 ＤＮＡ 高可变Ⅰ区检测出了可归入 ４ 个

单倍体类群的 ６ 个单倍体型， 表现出高度的遗传多样性。 其中， ５ 个单倍型

可在现代东亚、 北亚和中亚人群中找到共享 （曾雯等 《２００４ 年殷墟大司空

遗址出土人骨线粒体 ＤＮＡ 研究报告》， 《华夏考古》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同位

素研究结果同样显示， 作为都城的殷墟与作为区域中心的望京楼遗址皆有相

当数量来自其他区域的人群。 其中， 殷墟遗址的人殉与人牲中有一些可能来

自北方和西北地区， 古病理与同位素综合研究显示他们被处死之前曾在殷墟

生存了一段时间， 可能还从事了一定强度的体力劳动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Ｃｈｅｕｎｇ ｅｔ
ａｌ􀆰 ， Ｄｉｅｔ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ｉａｌ ｖｉｃｔｉｍｓ ａｔ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ｅｍｅｔｅｒｙ ａｔ Ｙｉｎｘｕ， Ｓｈａ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ｔａｂｌ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ｎｄ
ｓｕｌｆｕｒ ｉｓｏｔｏ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４８， ２０１７）。
望京楼遗址中有少数女性个体在迁入中原地区之前曾长期生活于稻作农业文

化区 （王宁等 《商代前期中原地区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的初探： 以河南新

郑望京楼遗址为例》， 《人类学学报》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 这些研究为系统地理

解商人构成， 探讨商人社会组织与遗传多态性的时空特征提供了参考。
商代文字及遗物中常见人物跪坐的姿态， 李济认为这种坐姿可能是商

人长期供奉祖先、 祭祀神灵时形成的 （李济 《跪坐蹲居与箕踞 （殷虚石

刻研究之一） 》 ， 《史语所集刊》 第 ２４ 本， １９５３ 年） 。 近年来古病理研究

发现， 二里冈文化时期偃师商城人群下肢普遍存在因长期跪坐而导致的病

变， 如跖趾关节变形、 第一跖骨出现明显 “跪踞面” 以及髌骨的骨质增生

（王明辉 《偃师商城出土人骨初步分析》 ， 《中原文物》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
类似的情况在殷墟大司空、 新安庄、 黑河路、 孝民屯、 花园庄等几个商代

墓地中也较常见， 由此推断， 这可能与人们跪坐时跖趾关节长期承受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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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退行性病变有关。 除王都之外， 受商文化控制的济南刘家庄、 大辛庄

等遗址也发现了高比例与跪坐有关的病变现象， 其中刘家庄人群跪踞面发

生率接近 １００％ （赵永生等 《商代人骨上跪踞面的观察与分析》 ， 《考古》
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０ 期） 。 也就是说， 伴随着商王朝势力的扩张， 跪坐作为一种

礼仪， 被商文明辐射的广大区域普遍接受。

四、 手工业经济主要研究进展

商王朝建立之后， 官营手工业迅速崛起， 新石器时代发展起来的简单

家庭式生产作坊则逐渐衰落。 在郑州商城核心区发现有集铸铜、 制骨作坊

等为一体的复合型手工业区遗迹， 这种手工业布局方式是对二里头文化手

工业作坊集中式布局的继承与发展。 殷墟遗址的洹河南北两岸形成了中、
南、 西、 东四个 “工业区” ， 每个 “工业区” 手工业的种类略有差别。 其

中， 铸铜作坊与制骨作坊出现频率最高， 但不同地点同类作坊的产品可能

略有差异。 以铸铜作坊为例， 南、 西工业区铸铜作坊的产品都以青铜礼器

为主， 工具与兵器为辅， 而西工业区的孝民屯村西主要产品是工具和兵

器， 孝民屯村东与村南主要产品是青铜礼器。 这种集中式布局出现的原因

可能与王权对生产管理、 技术传承、 产品控制等流程的强化控制有关 （何

毓灵 《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 ， 《考古》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

（一） 青铜器手工业

手工业是商文明的标志性成就之一， 其中青铜制作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手

工业门类。 商代的青铜器范铸工艺流程复杂， 包括冶炼、 制模、 翻范、 熔炼、
浇铸、 铸后加工等多个工序。 就工艺来说， 早商二里冈文化时期青铜器范铸技术

的大体框架已经形成， 各项工艺步骤初步确立， 并吸收了长江流域流行的分铸法、
金属芯撑等技术。 殷墟时期铸型工艺更为规范， 合金配比合理， 范铸工艺基本走向

成熟 （刘煜 《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
郑州商城、 殷墟等均发现了数个铸铜作坊区， 在殷墟遗址核心区外的

辛店村、 任家庄南地等还发现了多个可能专门以青铜器生产为主的晚商聚

落和社区。 从出土陶范种类来看， 郑州商城、 殷墟等都邑遗址内多个铸铜

作坊的产品存在一定差异， 有的以铸造青铜礼器为主， 有些作坊则主要生

产武器、 工具、 车马器等。 殷墟苗圃北地、 洹北商城等区域还发现了成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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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随葬陶范、 磨石的墓葬， 其墓主可能与甲骨卜辞中的 “工” “多工”
“我工” “百工” 等有关。 不过， 有关这些工匠的具体身份、 与商王室的

关系、 是否存在家族传承等问题仍需要更多科技数据提供支撑。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从操作链的角度对殷商时期铜矿开采、 冶

炼、 铸造等青铜工业生产体系及组织管理等问题进行讨论。 根据现有的材

料可知， 商王朝统治者构建了一个以青铜礼器、 兵器为主要产品的产业

链： 金属原料由矿区开采、 冶炼后运往都城的铸铜作坊用于青铜器的生

产， 王室通过青铜礼器与兵器的生产、 使用并利用赏赐等手段， 建立和巩

固政治经济网络、 强化等级关系与统治秩序。 终商一朝， 中原地区各区域

金属物料的产地变化过程几乎同步且高度一致， 这反映了商王朝可能对金

属物料的转运流通与青铜铸造工业有着严格的管控 （陈建立等 《中国冶金

考古研究五十年： 回顾与展望》 ， 《有色金属 （冶炼部分） 》 ２０２４ 年第 １１
期） 。 其中， 早商时期的商王朝在继承二里头文化时期对晋南中条山地区

采矿和冶炼产业控制的同时， 一度将青铜工业的资源互动网络向南拓展至

长江中游铜矿带， 阜南台家寺、 黄陂盘龙城与郭元咀等可能曾作为商王朝

金属物料流通的源头或中转站。
有关三星堆遗址青铜文明的起源问题， 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

不同造型、 不同风格的青铜制品与中原商王朝青铜工业的关系一直备受学

界关注。 研究表明， 三星堆青铜器的器型、 纹饰风格、 生产技术、 合金配

比、 矿料来源等多个层面均显示出古蜀文明与中原地区的殷墟、 长江中游

的宁乡与新干等青铜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复杂的资源流通与文化互动。
三星堆青铜器造型多样， 以尊、 罍等为代表的青铜容器是受商文明的影响

而出现， 神树、 人面像则是蜀地特色器。 综合器物造型、 铸造工艺、 合金成分

与铅同位素数据可知， 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和物料来源。 其中，
以神树、 人面像为代表的铜神器可能是同时同地铸造 （肖红艳等 《 “工” 与

“匠” 的多元性重建： 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器铸造工艺再观察》， 《四川文物》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有学者认为部分铜器可能是在殷墟定做的产品 （黎海超等

《三星堆一、 二号祭祀坑出土铜器产地问题初论》， 《四川文物》 ２０２３ 年第 １
期）， 或者是殷墟等地的工匠携带原料来三星堆铸造的 （崔剑锋、 吴小红 《三
星堆遗址祭祀坑中出土部分青铜器的金属学和铅同位素比值再分析———对三星

堆青铜文化的一些新认识》， 《南方民族考古》 第 ９ 辑， ２０１３ 年）。 三星堆青铜

器内泥芯的岩相与元素分析结果显示， 神树、 面具等非容器可能是本地铸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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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尊等铜容器则可能铸造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Ｌｉａｎ Ｈｕｉｒｕ ｅｔ ａｌ， Ｄｅｃｉｐｈ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Ｓａｎｘｉｎｇｄｕｉ ｂｒｏｎｚ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ｒ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１７８， ２０２５）。

就铸造工艺而言， 三星堆普遍使用分铸法是其不同于商王朝青铜铸造技术

的最大特点， 其青铜器连接方式包括 “锁扣连接” “插接” “铆接” “包接”
“销杆连接” “改型连接” 和 “铜绳连接” 七种形式， 这些制作技术少见或不

见于长江中游与中原地区 （郭建波等 《三星堆青铜器分铸连接工艺辨析》，
《铸造》 ２０２５ 年第 ２ 期）。 对三号祭祀坑铜顶尊跪坐人像的金相、 能谱、 铅同

位素等综合分析表明， 尊体、 人像是在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分别制成后， 在三

星堆采用套接等连接方式完成拼合的。 其中， 尊体上的龙首、 牛首等附件亦是

铸造成型后改制而成的。 拼合过程中， 工匠还对尊的圈足进行了改制以便连接

跪坐人像。 这些发现印证了三星堆青铜器有外来铸造的可能性， 也反映了三星

堆文化在祭祀礼仪、 制作技术与艺术观念层面同其他区域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

合 （郭建波等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科技分析及相关问题》，
《考古》 ２０２６ 年第 １ 期）。 由此可知， 三星堆是殷商时代具有高度区域特点的

地方文化， 但其与商文明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是毋庸置疑的。

（二） 制骨手工业

目前所见商代手工业作坊中以制骨作坊数量最多、 规模最大。 郑州商城

与偃师商城的制骨作坊皆位于靠近宫殿建筑的核心区， 有的面积达 ５０００ 多

平方米。 洹北商城至殷墟时期， 制骨作坊的面积明显增加， 多个作坊面积达

１ 万至数万平方米。 商代骨器以笄、 镞为主， 也有少量锥、 匕、 铲、 筒、 牌

形器等。 其中， 骨笄数量最多， 如妇好墓中就发现有 ４９９ 个骨笄。 相关遗迹

遗物显示， 商代制骨手工业规模庞大， 仅铁三路制骨作坊出土骨骼就有 ３６
吨之巨， 绝大部分为骨料， 其中见有大量坯料、 成品、 半成品、 废料等， 其

生产能力超过王室、 贵族的需求， 应以商品性生产为主。 商代最主要的制骨

原料是牛骨， 也发现了水牛、 猪、 羊、 鹿等动物的骨骼。 郑州商城紫荆山北

出土了较多人的头骨和肢骨等制骨原料， 可能属于一处特殊的制骨作坊。
商代制骨手工业在坯料预制、 粗坯成形、 成品完工或精加工等环节皆表现

出了高度的专业化。 值得一提的是， 洹北商城时期还一度发展出了 “剥片式”
取料方式， 取料对象既包括形状规则的掌骨和跖骨， 也包括形状不规则的肱

骨、 股骨等骨骼部位， 反映出当时的坯料预制环节已经具备了高超的专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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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毓灵、 李志鹏 《洹北商城制骨作坊发掘方法的探索及收获》， 《中原文物》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青铜锯、 磨石等生产工具的推广， 对于提升骨制品的标准化

与专业化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青铜锯的发现虽然不多， 但从骨骼上的切割痕迹

来看， 当时已经在骨器生产的各个环节广泛使用， 成为提升生产效率与标准化

水平、 助力生产规模扩大的关键。 郑州商城紫荆山北、 殷墟孝民屯、 刘家庄北

地以及洹北商城等地点的制骨作坊内出土的带沟槽砺石、 石钻陀、 石或陶纺轮

形器等遗物， 很可能与制作过程中的打磨、 钻孔有关 （何毓灵、 李志鹏 《殷
墟出土之钻陀及相关问题》， 《南方文物》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有关制骨作坊生产管理的研究相对薄弱， 但目前也有一些线索可循。
研究人员以铁三路殷墟制骨作坊为例， 综合生产经营链相关遗存以及同时

期房址、 墓葬、 祭祀坑等相关遗迹， 认为殷墟时期的手工业生产可能以

“家族” 为基本单位， 商王通过派遣官员或直接掌控手工业作坊等方式进

行管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河南安阳市铁三路殷墟

文化时期制骨作坊遗址》 ， 《考古》 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 。

（三） 陶器与原始瓷

陶器是商代遗址出土数量最多的一类文化遗存。 商代都邑遗址中均发

现有专门的制陶作坊区， 相关遗存包括陶窑、 陶泥、 未入炉的陶坯、 残次

品和陶拍、 陶垫、 印模等制陶工具， 还发现有水井、 水渠等附属设施以及

可能与陶工有关的房址和墓地。 陶器的岩相和成分分析显示， 几个都邑的

日用陶器大多为就地取土、 本地烧造， 不过殷墟等遗址白陶的制作原料以

及部分低粉砂陶土烧制的陶器则可能是外来的。 同时， 也发现有一些其他

考古学文化风格的陶器被掌握相关制陶技术的工匠用当地陶土烧制的情

况， 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山东岳石文化风格陶器便是如此。
商代多处遗址还出土有原始瓷、 印纹硬陶， 学术界对其产地的认识争

议较大。 商代早中期原始瓷多出土于高等级墓葬中， 器型以酒器为主， 印

纹硬陶则多出于居址， 以实用器居多。 晚商时期的商文化高等级墓葬中所

见随葬印纹硬陶增多， 器型以水器为主， 罕见原始瓷器。 有学者认为， 商

王朝黄河流域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皆来自南方， 但不同时期来源可

能有些差异 （牛世山 《殷墟出土的硬陶、 原始瓷和釉陶———附论中原和北

方地区商代原始瓷的来源》 ， 《考古》 ２０１６ 年第 ８ 期） 。 其中， 商代早中期

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主要源自盘龙城、 吴城、 池湖等地， 商代晚期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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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可能包括长江中游的对门山—费家河类遗存和长江下游的南山窑址等

（郑建明 《北方地区出土先秦时期原始瓷产地再论———从装烧工艺的角

度》 ， 《考古与文物》 ２０２２ 年第 ３ 期） 。 也有学者根据岩相和工艺分析认

为， 殷墟的原始瓷至少部分产品系本地生产 （李文静等 《安阳殷墟出土原

始瓷的产地与工艺》 ， 《华夏考古》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当时流行的升焰式馒

头形竖穴窑的窑内温度可达 １０００℃以上， 足以用来烧制这些火候较高的陶瓷

产品， 遗址中发现的烧坏的废品也暗示当时部分原始瓷或为当地烧制的。
殷墟文化四期晚段， 大司空村、 苗圃北地、 八里庄东、 郭家庄、 刘家

庄北地等多个地点墓葬的随葬品中出现了一种外表有涂层的仿铜陶礼器，
器类多是鼎、 簋、 甗、 盉、 斝、 罍、 觚、 爵、 尊、 觯、 卣等酒器和食器，
其形态、 纹饰、 组合均与铜礼器相同或相近。 这类仿铜陶礼器的涂层只见

于外壁， 颜色常见灰白、 黑褐等， 有些器物局部有片状脱落的现象， 与常

见的普通陶衣不同。 通过对这些涂层元素成分、 物相与结构的分析检测可

知， 涂层的成分主要是锡石和黑锡矿两种锡的氧化物以及少量铜锡 η 相颗

粒， 应是施于器表的锡箔层氧化之后的产物 （郭梦等 《殷墟锡衣仿铜陶礼

器的发现与研究》 ， 《考古学报》 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

（四） 玉器手工业

商王朝核心区域的优质玉矿资源较为匮乏。 受此限制， 偃师商城所见

玉器在用料上以大理岩、 蛇纹岩、 紫色砂岩或云母玉等常见矿物为主， 只

有少量优质闪石玉料被用来制作玉笄等相对精致的玉器。 早商时期， 玉器

开料、 减地、 打磨和钻孔等工艺延续了中原地区长期以来的技术传统。 玉

工根据玉料的材质使用锯片切割和打制技术进行加工。 殷墟玉器多为透闪

石软玉， 也见有少量蛇纹石、 石英岩、 大理岩、 绿松石和天河石等。 对于

其玉料的准确来源目前仍在探索中， 有学者根据玉器的色泽、 质地以及伴

生矿推定透闪石玉的产地不止一个， 附近的太行山地区、 洛阳南部的伏牛

山腹地可能是潜在的来源地。 不过， 玉料来源是学术界一大难题， 在对玉

石器进行材质鉴定的基础上， 综合主量元素和微量元素， 或许可为讨论这

一问题提供线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

商代墓葬》 ， 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 第 ３４５—３９０ 页） 。
殷墟玉器设计、 制作流程简洁明确； 器物造型、 母题和纹饰呈现出较

高的标准化。 这一时期玉器开片以锯片切割为主， 但加工技术方面已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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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旋转砣具、 解玉砂及 “线锯” 等关键性技术变革。 携带解玉砂的旋转砣

具普遍用于阴刻工艺， 解玉砂硬度高、 颗粒小而均匀。 以实心钻技术和浅

钻小圆坑的方式来减地这一创造性应用， 对圆雕玉器的制作起到了重要作

用， 刃部可达 ０􀆰 ２５ 毫米左右的某种金属 “线锯” 配合解玉砂的切割技术

用于减地、 透雕等二次加工， 是殷墟时期圆雕玉器工艺重要的技术创新。
这些技术的创新与推广， 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叶晓红 《妇好墓

圆雕玉器工艺研究》 ， 《中原文物》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 未来有关商代玉器制

作工艺的研究， 仍需要结合器物的材质、 形制、 年代、 功能等信息有针对

性地开展对比分析与综合研究。

五、 反思与前瞻

殷商是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进程中的关键阶段， 商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巩

固了以中原为主导的历史趋势， 拓展了早期中华文明的文化影响力。 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德日进、 杨钟健等参与殷墟动物考古研究， 科技考古便成

了商文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商文明的年代学研究需要新的视角。 目前， 商文明的年代学研究以解

决基于考古类型学构建的文化编年的绝对年代为主要思路， 这种文化历史

考古范式的年代学研究在解决夏商更替、 商王迁都等重要政治事件的年代

等关键问题上遭遇了瓶颈。 未来的研究， 还可以尝试以可能与政治变迁相

关的核心遗址群的兴废为切入点， 重点围绕重要遗址关键建筑的营建、 使

用与废弃等问题， 讨论以商汤建国、 商人迁都等重大事件为节点的商王朝

社会发展过程的年代框架。 具体而言， 二里头遗址宫殿建筑的废弃年代与

偃师商城、 郑州商城两个都邑最早一批宫殿建筑的营建年代可为厘清夏商

更替的时间提供线索， 而郑州商城、 洹北商城与殷墟等都邑内宫殿、 道

路、 城墙等关键建筑的始建与废弃年代则可能指示商王朝迁都的时间。
商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研究亟须开展包括体质人类学、 古 ＤＮＡ 与多

同位素在内的综合分析。 商人是复杂和多元的人群集合体， 对于殷商社会

人群流动、 社群结构、 社会组织等具体问题仍需要开展针对性的研究。 以

殷墟遗址为例， 都邑内既有中小型贵族、 普通居民集中埋葬的墓地， 又有专

业化很强的铸铜工匠、 制陶工匠、 贞人等特殊群体的葬区， 还有大量人殉和

人祭的祭祀坑。 今后还需要从个体考古学的角度， 综合形态学、 同位素、 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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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体 ＤＮＡ、 Ｙ 染色体、 常染色体等群体遗传学研究结果， 构建贵族、 平民、
工匠、 贞人、 殉人等不同群体人群的遗传特征。 这不仅可为研究工匠、 贞人

等特定社会群体的血缘关系、 组织结构、 社群规模、 社会等级等提供科学证

据， 也将为讨论鬼方、 羌方等周边方国及其与商王朝关系问题提供线索。
商文明的生业经济研究仍需继续探索。 繁荣的农业经济为商文明的发

展提供了稳固的生业基础和坚实的物质支撑。 目前， 在开展单个遗址生业

经济重建的同时， 还需要综合各遗址的等级、 规模、 功能区划系统开展对

比研究， 分析商代农作物、 畜产结构， 构建商代主要农作物、 家养动物等

生业资源供应、 物资流通网络， 考察商代都邑的家养与野生动物牺牲饲养

管理与相关的礼仪经济， 追溯马、 牛等重要动物资源的供给。
将手工业作为一个产业系统， 结合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背景展开综合

研究， 是理解商代手工业空间分布、 产业布局、 管理模式、 资源供给与产

品流向等问题的关键。 目前有关郑州商城、 殷墟等商代都邑手工业生产技

术、 专业化程度、 产业布局与组织、 产品分配等手工业考古核心问题的研

究已初见成效。 晚商时期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域缩小， 但各类资源获取范

围却有扩展之势， 如何透过青铜、 玉器等手工业生产体系构建商王朝政治

与经济层面的经营策略仍需要深化认识。 另外， 近年来研究表明三星堆、
台家寺、 盘龙城、 吴城、 寨沟等大邑商周边地区其他核心遗址手工业生

产， 尤其是青铜工业， 呈现出跨区域的技术交流、 物料流通、 产品交换乃

至铸造工匠迁徙等现象。 考虑到这些手工业多为贵族阶层控制， 手工业产

业链反映的多元互动与政治经济体系同样需要开展跨区域的对比研究。
商文明科技考古研究的关键意义在于科学化、 多维度地揭示商王朝的文明

图景与商文明的历史内涵。 在推进年代、 人群、 生业、 手工业等多个层面的研

究进程中， 科技考古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若要取得更深入、 更系统的

成果， 仍需要从具体的考古学问题入手， 开展科技考古的整合研究。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才 “培远计划” 项目 “史前食物全球化

与早期中国的生业经济研究” 阶段性成果

〔作者陈相龙， １９８３ 年生，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

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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